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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OLE_LINK8]摘 要：中国商业文明源远流长。商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则肇端于清朝晚期。一百多年来的中国高等商学教育在多重力量共同推动下，逐步建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教育体系。其在清朝晚期的主要特点是西学东渐、商学开蒙；在民国时期，经历了商科初隆、事业渐兴、弦歌不辍、复员发展四个阶段后渐成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高等商学教育从初期借鉴苏联、“文革”期间克艰求生至改革开放之后的转型发展，逐步走向世界。百年高等商学教育发展的启示是：坚持立德树人、坚持理论联系实践、坚持开放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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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产生背景
在我国，“商学”不过只有一百多年的历史，而“商”的概念，却已历经千百年。在五千年的漫长历史进程中，从商朝商人的始祖王亥开始，到周朝诸子百家热议“义”与“利”，秦朝统一货币“秦半两”，汉朝产生专门记录著名商人的《史记•货殖列传》，唐朝设置市舶使，宋代出现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再到明清出现钱庄、票号等早期金融机构，涌现了徽商、晋商、广州十三行等商人类型，中国商业的发展与繁荣产生了一批杰出的商业奇才，孕育了璀璨的商业文明和商学文化。
当商业与教育相结合，就产生了商学。1881年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成立，标志着商学开始跻身高等教育之林。如果说中国高等商学教育根植于千年的商业文明和商学文化的沃土，而近代以来伴随着鸦片战争的爆发，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则成为中国高等商学教育产生的催化剂。西洋的坚船利炮粉碎了清政府天朝大国的梦，与之而来的不仅有西洋的商品、商业，也有传教士，以及商学知识的传播。一批有识之士率先开眼看世界，先后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师夷长技以自强”，开始主动学习西方，包括西方的商学。可以说，中国高等商学教育的产生，既有内生性因素，也有外发性因素；既有主动性质，也有被动成分，是时代的产物。
二  发展历程
中国高等商学教育，萌芽于清朝晚期，成长于民国，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断探索，从“引进来”到“走出去”，走向世界。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几经曲折，弦歌不辍，谱写辉煌。
（一）清朝晚期
清朝晚期，高等商学教育开始萌芽，从西方的传教士到本国的洋务派，从民间个体传播商学到政府决策推动商学发展，从学堂到大学堂（大学）、专门学堂，多种社会力量共同用力，形成了商学发展的共同体，高等商学教育微苗茁壮。
1.西学东渐
随着两次鸦片战争的爆发，中国闭关锁国的政策被打破，西学东渐，西方各类商业和商学知识也传入中国。传教士成为商学在华传播的重要力量。其代表人物为英国传教士米怜和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他们通过办报纸、写书籍，宣传商学思想。1887年英美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和外交人员﹑商人等在上海创立广学会，先后出版商学书籍14部，成为晚清传教士在华的重要出版机构。
19世纪60年代后，清朝内部洋务派主张自强、求富，也开始积极传播商学。1868年两江总督曾国藩奏请清廷，于上海创办江南制造局翻译馆。这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由政府创办的西书翻译机构，曾出版《保富述要》、《国政贸易相关书》和《工艺与国政相关论》等商学书籍。
由于通商口岸的外国洋行及企业商业活动的需要，教会学校纷纷开设了英语课程。商学课程也应运而生。1860年，在总理事务衙门大臣恭亲王奕䜣的主导下，清政府开设了京师同文馆，设置天文算学等课程，培养通晓西方科技的人才。作为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机构，同文馆在1876年开设课程“富国策”，由总教习丁韪良主讲，这是中国最早在学堂开设的商学课程。此后，登州文会馆和上海中西书院也开设了“富国策”课程，传播商学知识。与此同时，商学概念逐渐明晰。郑观应在《盛世危言》著作中正式提出商学概念，全面阐述了他的商学观念。
2.商学开蒙
1895年，中国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泱泱大国竟然败于一衣带水的近邻小国，甲午战败极大地激发了中国知识界的民族耻辱感，救亡图存成为时代最强音。康有为提出了政治救国，张元济提出了教育救国，而郑观应等人提出要商业救国。发展商学已从民间共识上升为政府决策。
1903年清政府设立商部。一方面，明确各省商务局要广设商务学堂、多译商务书籍；另一方面，倡导各地设商会，积极兴商学、译商书、办商报。高等商学教育开始萌芽。各地学堂纷纷开展商学教育。这些学堂包括：张之洞创办的湖北自强学堂（今武汉大学前身）和江南储才学堂；盛宣怀在天津创办的中西学堂（北洋大学堂前身）；陈宝箴在湖南创办的时务学堂，等等。商学书籍逐渐增多。《原富》是当时的力作，由严复根据英国亚当•斯密的The Wealth of Nations翻译，由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是国内最早的中译版本。英国外交官、汉学家庄廷龄著书China：Her History, Diplomacy and Commerce，介绍了中国的历史、外交与商业。商报兴起，最初多由个人创办，后成为政府机构和商会集体行为。比较有影响力的商报有：北京的《商务官报》、上海的《工商学报》、湖南的《湘学新报》和湖北的《湖北商务报》等。
基于各高校校史的考察，中国综合性大学最早开设高等商学教育的是京师大学堂（今北京大学前身），最早的高等商学专门学校可追溯到南洋高等商业学堂（今上海交通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前身）。[footnoteRef:3]京师大学堂于1898年由孙家鼐主持成立，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大学堂在短短5年间先后制定了3部章程：《奏拟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和《奏定大学堂章程》，其中分别提到了商学专门学、商务科和商科大学的设置。成立当年的章程规定，课程分为溥通学和专门学两类，商学是十大专门学之一。由于缺乏相应水平的生源，直到1910年才举行了分科大学的开学典礼。商学包括银行及保险学门、贸易及贩运学门和关税学门，标志着京师大学堂商学教育进入了分科大学阶段。在此期间，京师大学堂的译学馆和进士馆也都开设了理财、商政等商学课程。在私立学堂方面，南洋高等商业学堂是代表之一。它的前身是南洋公学，于1896年在上海创立。1907年学校派商科毕业生杨锦森等6人赴美留学。清政府还成立专门学堂，培养商学人才。1903年，清政府度支部在《会奏设立财政学堂酌拟章程折》中提出设立财政学堂，其宗旨为“养成财政通材”[footnoteRef:4]。同年，清政府税务处在《税务大臣：奏开班税务学堂折》中提出设立税务学堂，“为税科专门，以造就各关理事人才为宗旨。”[footnoteRef:5] [3:  应望江、陈祥龙等：《中国高等商学教育起源初探——基于高校校史的考察》，《财经高教研究》2016年第1期。]  [4:  《政治官报》，宣统元年二月二十八日第四百九十七号，折奏类第7—12页。转引自：《度支部：会奏设立财政学堂酌拟章程折》（并单）（1909年3月5日），见陈元晖主编，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87—292页。]  [5:  《政治官报》，宣统元年四月二十六日第五百八十三号，折奏类第5—9页。转引自：《税务大臣：奏开班税务学堂折（并单）（1909年5月21日）》，见陈元晖主编，潘懋元，刘海峰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293—297页。] 

（二）中华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初期至抗战全面爆发前夕，学制改革使商科和商科教育机构的地位得以确立，民族工商业发展对工商管理人才形成强烈需求，多重因素促使商业专门学校和大学商科纷纷创设，高等商学教育渐成体系。全面抗战时期，高等商学教育弦歌不缀，在战火中坚持办学。抗战胜利后，高等商学教育复员，得到进一步发展。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则开展了有特色的商学教育。
1.商科初隆
民国初立，临时政府教育部先后颁布了《专门学校令》和《大学令》，规定了专门学校包括商业等十类，大学分商科等七科，确立了商科的地位。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新文化运动达到高潮，形成了包括职业教育思潮等在内的各类教育思潮和教育运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得以传播。政府推行振兴实业计划，促使民族工商业迅速发展，对于商业人才的需求更显迫切。这些从制度、思想、社会需求等方面为商科的创立、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商业专门学校和大学商科陆续创办。专门学校在当时是与大学平行的一种高等教育，分类培养商业等十类高级应用型专门人才，人才培养也分预科、本科、研究科三个层次。公立大学、私立大学、教会大学等各类高等学校纷纷创办、发展商科。公立大学中，比较著名的有上海商科大学（上海财经大学前身）。美国国际精英商学院协会认证（以下简称为AACSB认证）在《管理教育全球化报告》(2011)中认为该校是“在中国第一所按照西方标准建立起来的现代商学院”。私立大学中，复旦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先后于1917年、1919年、1921年开设商科。教会大学中，上海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大同学院分别于1918年、1921年、1922年开设商科。当时派遣留学生是培养商学专门人才的途径之一。除官派和自费外，还有一些实业团体和实业家出资派遣留学生，其中包括经济科等商科学生。
商学研究框架初构。此时，商学书籍日益增多，商务印书馆成为民国时期出版商学教科书最多、影响最大的出版机构，1915年前后先后组织编写出版了《商业算术》、《商事要项》等19种商业学校专门用书。伴随着商科的发展，专业的商学社团及其刊物在清朝晚期的基础上得到了拓展。北京、南京、上海、杭州等地都成立了商学社团，并设有门槛，如中央商学会的普通会员资格限定在高等专门以上之商科和经济科毕业者。商学期刊也开始出现，1916年创刊的《商学杂志》是民国初年商学专业期刊的代表。商学术语开始形成，中国首部现代辞书——《辞源》较系统地收录了多条商学名词，商学词汇逐渐成为各界的通用语言。
2.事业渐兴
1922年到全面抗日战争之前，壬戌学制及《大学组织法》等法规颁布，加上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相对稳定，高等商学教育得到了较快发展。大学分科改为分学院，分设文、理、法、农、工、商、医各学院，并增设教育学院。凡具备三个学院以上者，方可立为大学。大学商科由此逐步改为商学院。专门学校改为专科学校，分为四类，商业专科学校为其中独立的一类。
根据教育部统计，1936年全国设立商学院的大学共12所，独立商学院3所，商业专科学校1所。这一时期，武昌商科大学和上海商科大学是中国仅有的两所商科大学。武昌商科大学于1926年冬并入国立武昌中山大学，为武汉大学经济学科源头之一。而上海商科大学几经变迁后成为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1932年改组独立，更名为国立上海商学院，为当时唯一的国立商学院。这一时期的商学教育重视实践教学，教育部要求商科教育必须具备相应的实习场所，例如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专门建有实习银行、消费合作社等实习场所。
壬戌学制后，高等商学教育趋向成熟。1923年，商务印书馆推出“新学制教科书”，其中商学教材门类齐全，涵盖了与现代商业运行有关的很多分支学科。商学著作成倍涌现，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商学著作数是此前近20年的两倍多[footnoteRef:6]，民国时期商学各科代表性论著大多在此期间出版。商学专业辞典开始系列出现，以《实用商业辞典》为代表的商学辞典的编撰和流行是商学学科术语体系定型的标志，也标志着商学学科日趋成熟。 [6:   杨艳萍：《近代中国商学兴起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7页。] 

3.弦歌不辍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国家实施“战时教育方针”，高校大规模迁移。至1938年底，共迁址调整高校55所，为国家保存了一批精英力量，也为高等商学教育保存了实力。
全面抗日战争初期，教育部一方面继续规范高校办学，如规范大学及独立学院学系的名称设置等；另一方面，为保存高等教育实力，将东部地区城市的高校迁往内地，并进行改组、调整。最为著名的是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共同成立的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落户昆明后设5院26系，商学系设于法商学院内。1938年至1946年法商学院共毕业学生1296人，占全校毕业生人数的34.7%。[footnoteRef:7]1937年，重庆大学商学院创建，马寅初、刘大均、朱国璋、陈豹隐先后出任院长，丁洪范、朱祖晦、罗志如、程绍德、杨荫溥、潘序伦等著名学者任教，很快成为当时全国实力最为雄厚的商学院之一。 [7:   西南联合大学北京校友会：《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一九三七至一九四六年的北大、清华、南开》，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72页。] 

全面抗日战争时期的高等教育在“流亡”过程中得到了发展。大学和独立学院由1936年的78所增加到1945年的89所，同期专科学校由30所增加到52所。[footnoteRef:8]教育部门克服重重困难，出版了一批高质量的商学教材、著作、期刊，如潘序伦的《股份有限公司会计》、王孝通的《中国商业史》。当时还出现了结合战争时期特点的一些研究成果，如《中国战时物价与生产》，以《资本论》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也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 [8:   李兴华：《民国教育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613-614页。] 

4.复员发展
全面抗日战争胜利后，通过西迁高校的回迁复员、改设和停办高校的恢复办学、内地在回迁高校遗址上重办新校、接收改造敌伪地区高校等方式，高等教育在短期内得到恢复发展。
据《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36年全国高校有108所，学生近4万2千人。抗战爆发后，高校一度减少了15%，学生减少了四分之一。到了1947年，高校恢复发展到207所，学生增加到15万5千多人，高等教育规模达到民国时期的最高峰，高等商学教育也发展壮大。国立大学商学院和独立商学院大都重新恢复，多所私立大学商学院也得以恢复，有的改为国立；新办了一批商学院和商业专科学校。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接管高校223所，其中设有商科的院校93所。
商学研究不断推陈出新，新生了对中国未来的前途命运、经济和社会发展进行独立探讨和思考的研究团体。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会的会刊《新路周刊》，对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讨论站在了当时的学术制高点。独立时论社将发表的论文结集为《独立时论集》公开出版，重点关注经济热点，倾向于独立的学术分析。
5.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的商学教育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和解放区建立了一批学校，这些学校中的商学教育立足实际，以干部教育为主，以群众教育为辅，学制与内容灵活多样，注重实效，培养了大批人才。
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1921年8月，毛泽东等人就在湖南长沙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设立了经济学研究会，开设了一些商学类的课程，以培养革命干部。1933年在江西瑞金创建了苏维埃大学（次年苏维埃大学合并到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即中共中央党校），开设了国民经济、财政等8个班，课程包括理论、实际问题研究和实习3部分，修业期限为半年。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后，中国共产党在各抗日根据地直接领导的学校共17所，学员数万人。在这些学校中，商学教育较有特色的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和延安大学。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解放区的教育转向为解放战争和土地革命服务，教育重心开始从农村转向城市，解放区的高校进一步正规化。1948年华北联合大学与北方大学合并为华北大学，1949年迁往北京，建国后组建成中国人民大学，成为解放区自己创办的正规大学的杰出代表。
（三）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新中国成立后的高等商学教育跌宕起伏。20世纪50年代，借鉴苏联模式，实施院系调整和教学改革，初步建立了适应计划经济体制的人才培养体系。历经波折后迎来改革开放，高等商学教育进入了规模扩大、层次多元、重点建设加强、国际化办学加快的发展阶段。香港地区、澳门地区和台湾地区的高等商学教育也形成了各自特色。在探索有自身特色发展模式的过程中，中国高等商学教育的办学水平不断提升。
1.借鉴苏联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国家采取全面学习苏联的做法，实行计划经济体制。“财经”一词取代商学。高等财经教育在高校设立与调整、人才培养模式、学科目录等方面全面借鉴苏联经验，得到了较快的发展。
高等院校在新建和调整中得到发展。中国人民大学是新中国建立的第一所新型正规大学，其目的是为了培养具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素养和专业知识的新中国的建设人才。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通过的《关于成立中国人民大学的决定》，明确指出要接受苏联建设经验，所开设的专业以财经专业为主。紧接着是全国范围的院系调整。院系调整对新中国高等院校的布局结构产生了重要影响，对高等财经教育最显著的影响是将大部分财经专业集中在华东、西南、中南、东北的4所多科性财经学院中，即：上海财政经济学院、四川财经学院、中南财经学院、东北财经学院。此外，还有部分综合性大学和专科学校设有少量财经专业。1958年至1960年，在大跃进背景下，高等财经院校尤其是地方高等财经院校发展迅速。不仅各地纷纷成立财经学院，一些院校如东北财经学院内部还制定了五年跃进规划方案。
财经人才培养体系改革和专业目录设置也借鉴了苏联经验。开展了一系列教学改革，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改财经学科为专业，人才培养由“通才”向“专才”转变；二是中央教育部统一制定和颁布教学计划，学校则据以制定课程教学大纲；三是取消学分制，实行学年制；四是成立教研组（室），实行集体备课制度。这一时期，苏联专家为新中国经济建设所急需的财经专业人才培养提供了积极的帮助。1954年，参考苏联大学专业目录制定的《高等学校专业目录分类设置》（草案）获中央政府通过。该目录共设置257种专业，其中财经类专业17种。1963年，国家颁布了新的《高等学校通用专业目录》，此次共设置432种专业，其中财经类专业12种。
2.克艰求生
1966年，“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开始，全国所有高校停止招生，停课闹革命。高校由工宣队、军宣队和革命委员会接管。只有少数高等财经院校和综合性高校的商科院系仍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办学。
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决定撤销和合并部分院校，其中，财经类院校是重灾区。全国仅剩下“1所半”财经院校，其中“1所”是辽宁财经学院；“半所”是湖北大学（后改名为湖北财经专科学校）。1973年，北京对外贸易学院、北京经济学院等高等院校获准恢复或创建。综合性大学的财经系科虽然也面临不少困难，但还在坚持发展。如厦门大学经济系在1971年开设财务会计、计划统计和政治经济学三个财经类专业，共招收了120名学生。复旦大学和南开大学在“文革”后期也分别增设了工业经济和世界经济专业。
3.转型发展
1977年10月，国家宣布恢复高考，中断十年的中国高考制度得以恢复。“文革”期间被撤消的财经类高校先后恢复。改革开放后，高等商学教育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期。
（1）量质齐升。财经专业成为热门专业，财经院校数量从1977年的7所增至2015年的261所，增长了37倍。同时，非财经类高校也纷纷设立经济学院、管理学院或商学院。特别需要提一下的是，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现改为财政科学研究院）与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是我国特殊的高端财经人才培养基地，被赞誉为财政金融界的“黄埔军校”。后者已并入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在数量扩张的同时，国家先后实施“211工程”、“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建设（双一流）”等重点建设项目，高校办学质量不断提升。经管学科的学科专业目录也不断演变，本科和研究生专业目录先后历经四次、三次调整。国家还开展过三次国家级重点学科评选活动，1998年评选出20个经管类二级学科，2002年评选出44个二级学科，2007年评选出15个一级学科和44个二级学科。
（2）人才培养体系层次逐渐完整、质量不断提高。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制度，高校迎来了“文革”后的第一批本专科学生。1978年，高校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1年，首批博士研究生入学。1992年，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成立。至此，中国建立了本科、硕士、博士、博士后层次完整的高等商学人才培养体系。自1979年国家经委、全国总工会开设第一期企业管理研究班后，高校和政府部门等纷纷开设各类培训班，为财经人员提供专业培训。1991年，国家正式决定设立工商管理硕士专业学位（MBA），此举开创了中国专业学位教育的先河，打破了学术型学位一统天下的局面。清华大学、复旦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9所高校成为首批试点高校。进入21世纪，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迎来了大发展。截至2017年，国家共批准设立了10个经管类专业硕士学位。博士学位论文是博士生教育的重要成果和质量标志。教育部从1999-2014年每年评选“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5次评选共计1469篇博士学位论文入选，其中，经管学科有42篇。[footnoteRef:9]博士后流动站制度通过特殊的管理方式来培养和造就高级专业人才。1992年国家在社会科学领域设立博士后流动站16个，其中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7个。 [9: 《历年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结果》，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信息网，http://www.cdgdc.edu. cn/ xwyyjsjyxx/zlpj/yblwpm/.] 

（3）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功能日益强大。随着经济改革的推进，高等商学教育快速发展，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日益繁荣。为推动基础研究发展，国家于1986年和1991年分别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财经学科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的数量日益增加，研究质量不断提升，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979年，中国会计学会和中国财政学会成立大会在广东佛山召开；随后，一批财经类全国性学术团体纷纷成立。各类奖项也激励研究者不断提升研究质量。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设立于1985年，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截至2017年，共有55部著作和176篇论文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是当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高级别的奖项。该奖项每三年评选一次，截至2017年已评选了七届。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学科历届获奖占比在24%-28%之间，七届共获奖1031项，占比26%，超过了四分之一。以现代服务业为特色的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建立标志着商学学科的社会服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2008年，科技部和教育部联合认定中国人民大学科技园、上海财经大学科技园为国家大学科技园。这两家国家大学科技园以现代服务业为特色，在经济建设、科技成果转化和培育创新创业人才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一批优秀的经管类学术期刊创办，呈现井喷趋势，为经管学科研究成果的交流和传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4）走向世界。高校通过引进来、走出去、参与国际商学认证等方式不断提升高等商学教育的质量和水平。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是商科中外合作办学的代表性机构之一；上海财经大学与美国韦伯斯特大学合作创办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学位项目，是国内最早开办的商科中外合作学位教育项目之一。除此之外，国内还有很多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和项目。在引进海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同时，中国高等院校也在不断走出去。2002年，上海财经大学在香港金融管理学院设立研究生教学点，是教育部批准的首个在港研究生教学点。[footnoteRef:10]2006年作为第一家商务孔子学院的伦敦商务孔子学院在英国成立，至今全球已设立了９所商务孔子学院。老挝苏州大学是中国政府批准设立的第一所境外大学。之后，厦门大学马西亚分校、云南财经大学设立的曼谷商学院、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牛津校区等学历学位教育机构相继成立。自2004年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首次通过EQUIS认证之后，中国高校商学教育不断通过国际认证机构的认证，办学水平得到国际认可。国际商学认证主要包括AACSB认证、欧洲管理发展基金会EQUIS认证以及总部设在英国的AMBA协会认证三大认证。截至2017年5月1日，共有44所院校通过了至少其中一种上述国际商学认证。转型发展的中国高等商学教育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不断增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西安交通大学分别于2011年、2016年和2017年进入ESI全球经济学与商学学科前1%的行列。2017年，中国内地高校会计与金融、经济与计量学科入围QS世界大学排名前200强的大学各有8所，所排名次呈逐年攀升趋势。[footnoteRef:11] [10:  郭咏遥：《在港读上海财大博士 港生提升竞争力》，《大公报》2018年10月14日第6版。]  [11:  QS: “QS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 by Subject”，QS官网，https://www.topuniversities.com/subject-rankings/2017.] 

4.港澳台地区各具特色
香港、澳门、台湾与内地处在不同的制度背景下，形成了更具区域特色的高等教育模式，其高等商学教育发展各有特点。
香港地区的高等商学教育具有很高的国际化水平。最早开设商学类专业的高校为香港中文大学，发展最为迅猛的则是香港科技大学。在所有高校中，八所公立院校最为知名，除香港教育学院以外，其余院校商学教育全部通过AACSB认证。
澳门地区的高等商学起步较晚。直到1981年，澳门才创办了第一所现代意义的大学——东亚大学，开设的课程偏重于实用。本世纪初，东亚大学一分为三，成立澳门理工学院、澳门大学、亚洲（澳门）国际公开大学。回归祖国以后，澳门拥有公立院校4所，私立院校6所。工商管理类是澳门高等教育培养学生最多的系科，商学类学生数约占高等教育注册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澳门大学是澳门地区唯一的综合性公立大学，也是澳门地区最早开设工商管理专业的大学。
台湾地区的高等商学教育起步较早，发展更加多元。台湾地区在清代就出现了众多书院，最早起源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知府卫台揆创设的崇文书院。日本占领时期，实行奴化教育，以台北帝国大学为代表的高校主要开设医学等实用学科。二战以后，台湾高等教育迅猛发展，从1946年的5所院校，发展到2012年的148所。高等教育的净入学率达到65%以上。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中，台湾大学的排名处于台湾地区首位。此外，辅仁大学、中山大学、政治大学、交通大学、清华大学等院校的商学教育质量也较高，均通过了AACSB认证。
三  启示
中国高等商学教育历经百年的沧桑变迁，在中国和世界的地位日趋重要。目前中国拥有261所独立设置的高等财经院校（2015年年底统计数），占全国高校总数的十分之一，同时大多数综合性大学都开设了财经类专业，商学成为名副其实的“显学”。多所高校的商学学科在ESI、QS、US News、软科等世界公认学科排行榜上榜上有名，国际影响和国际竞争力日益提升。百年来的中国高等商学教育为中国和世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主要启示为：
（一）坚持立德树人
商学人才的培养始终是中国高等商学教育的核心使命。这主要是由于，中国的高等商学教育一开始就是回应社会需求而产生的。清朝晚期，国家积贫积弱，在与国外的战争中数次战败，民不聊生。“政治家和教育家们都已经逐步认识到，说到底，没有任何灵丹妙药可以医治好我们民族的伤口，而只有工业、商业和教育，才有可能为解决重大国计民生问题而铺平道路。”晚清著名的商务大臣盛宣怀多次向朝廷建议开设商务学堂，培养商学人才。他认为，中国“一则无商学也，再则无商律也，无商学则识见不能及远，无商律则办事无所依据。”“必须广商学以植其材，联商会以通其气，定商律以维商市，方能特开曹部，以振起商战，足国足民。”自强求富、商业救国，是清朝晚期时代的呼声。当时，商学人才匮乏，商学教育自觉担当起这份历史重任。晚清时期从个人主持创办的南洋高等商务学堂，到政府主持设立的京师同文馆、京师大学堂、山东大学堂、财政学堂、税务学堂，无一不把商学人才培养放在首位。及至民国时期，高等商学教育为民族工商业的振兴而育才。两个时期高等商学教育的主旨都是“救国”。新中国成立后，高等商学教育围绕“建国”培养了大批人才，服务经济建设。改革开放之后，高等商学教育又围绕“强国”，不断丰富财经人才培养的规格，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培养合格人才。譬如上海财经大学顺应时代发展，创造性提出“3*3”卓越财经人才培养模式，以“立体课程、多元路径、个性体验”为特征，根据学生个人发展需求，构筑“拔尖计划”、“卓越计划”、“创业计划”三类型人才培养路径，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民族精神、具有决断力、判断力和组织力的卓越财经人才，为社会乃至国际社会培养财经人才。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为数众多的高校在财经人才培养上也从“专才”向“通才”的教育理念转变，夯实学生文理基础，提高学生知识底蕴，为财经类专业学生毕业后的事业发展增强后劲。
百年来，高等商学教育培养了大批卓越的财经人才，从活跃在商界的各类财经人才，到企业家、创业者，在不同的历史进程中为救国、建国、强国做出了应有的历史贡献。一批批财经类人才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为社会创造经济价值；一批批财经人才进入政府决策层，为国家和当地经济政策指引方向；一批批财经人才投身商海，下海创业，一些公司跻身全球500强，提升了中国经济的影响力；还有一批批财经人才走向国际社会，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会等具有影响力的国际组织的高层出现了中国财经人才的身影，为全球治理贡献力量。可见，培养符合时代需求、服务并引领社会发展的卓越财经人才，始终是中国高等商学教育的执着追求。
（二）坚持理论联系实践
商学是一门实用性的学科。这种学科特点决定了中国高等商学的发展与实践密切相连，不可分割。
重视实践是商学教育人才培养的特色。商学是一门实践性相当强的学科，因此，在商学知识发展的过程中，除了理论研究，实践成为不可或缺的一环。商学人才培养也因此逐渐形成了重视实践的特色。民国时期教育部曾要求商科教育必须具备相应的实习场所。广大高校通过消费合作社、实习银行等，积极开展商学教育实践，一些学校在课程表中专列实习、实践课。复旦大学1919年创建国民合作储蓄银行。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专门建有实习银行、消费合作社等实习场所。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大学课程包括理论、实际问题研究和实习3部分。上海商科大学银行理财及保险学系和国际贸易及领事学系课程表中明确列出银行实习课程[footnoteRef:12]。加强实践学习是中国高等商学教育的优良传统之一。孙冶方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财政经济学院院长，为首届毕业生题词：“跑出学校门，到实际工作中再去学习”，再次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在今日，伴随着商业活动的发展，商学学生实习的场所范围愈加广泛，银行、证券、基金、会计师事务所等到处有商学学生的身影。不少学生从大一暑期已经开始实习，通过实践加深对商学的理解与认识。学生通过实践，做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对于个人成长、成才大有裨益。 [12:   叶孝理：《上海财经大学校史第一卷（1917-1949）》，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版，第29-31页。] 

服务实践，是高等商学教育的目的与功能之一。中国高等商学教育产生于“商业救国”的呼唤中，经世济国是中国高等商学教育的长期追求。经济学家、教育学家马寅初1934年为国立上海商学院毕业生题词“经济匡时”，寄望学子胸怀祖国、志存高远、服务于国家、奉献于时代、担负起天下兴亡的重任。国立上海商学院创办的综合性半月刊《商兑》发刊词提出“匡持国家，补益社会”的思想。改革开放后，高等商学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更加突出，以现代服务业为特色的国家大学科技园的建立就是其重大标志之一。大学科技园已经成为经济建设的实干者、科技成果转化的催化剂，也是高校开展创新创业教育的良田，使商学理论与商业实践形成了良性发展循环。
（三）坚持开放办学
中国高等商学教育的兴起本来就是开放办学的产物。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中国高等商学教育始终面向社会，面向国际，开放办学。
面向社会，求真务实，构建商学共同体，共同助力高等商学教育发展。1915年出版的《辞源》（正编）认为,商学即商业上应用之学问。应用性是商学学科的特质之一，这就决定了商学不能仅仅依靠象牙塔中的师生来繁荣兴盛，而必须借助社会大熔炉的力量。前述已经指出，高等商学教育的萌芽，集合了个人与集体、学校与社会、民间与政府的多重力量，形成了商学共同体。学校（学堂）、商报、商会、期刊、出版社等共同努力，使商学人才培养、思想传播、著作刊载融为一体，从不同的渠道助推高等商学教育发展。直到今日，商学共同体依然存在，并且内涵不断丰富。政府和社会通过专业目录调整、重点学科评选、学科排名、商学期刊创办等参与商学建设的广度和深度进一步深化。此外，尽管商业和商学分别指向经济领域和教育领域，但其共同的研究对象都离不开“商”，都是围绕“商”进行的活动。这也意味着，高等商学教育的开展，其范围、内容、方式等都与所处时代的商业活动分不开。譬如，“互联网+”已经融入当代的商业活动，高等商学教育也因此不可避免增添了探讨“互联网+”的新内容，与“互联网+”有关的诸多载体和平台、人物，都被纳入商学共同体的范畴，商学共同体的内涵在不断丰富。
面向国际，坚持国际标准，以国际视野探究中国商学。任何学科都需要有共同的术语和共同的研究范式。与汉语言文学、中医学、中药学等中国特色学科不同，商学十分接近自然科学，这就天然地决定了中国高等商学，可以以国际标准、国际视野来推行，也应当以国际标准、国际视野来开展。商学学者正是通过这些“国际语言”互相对话、交流、交锋，共同推动商学理论的发展。因此，在长期的办学过程中，中国高等商学教育是国际化的。即便在发展初期，中国高等商学教育也已经在多方面呈现出鲜明的国际化特征，比如在师资方面，聘请外国师资和吸引海归学者任教；在课程方面，使用外国译著或原版教材；在海外交流方面，商学留学生众多，等等。在改革开放后，中国高等商学教育的对外开放继续向纵深方向发展，从原有的“输入”为主转变为“输入”和“输出”相结合，更加具有开拓精神。深化“引进来”，中外合作在中国大地办大学。大胆“走出去”，跨出国门开设海外分校。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在牛津开设校区，就被英国主流媒体称为“这无疑是勇敢的一步”，“是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里程碑”。[footnoteRef:13]中国高等商学教育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清华大学、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南京财经大学等在国外设立了商务孔子学院，对外经贸大学成立了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等，为全球高等商学教育贡献中国力量。 [13:  [英]汤姆·菲利普斯：北京大学跨出“勇敢一步”将在牛津建校区，搜狐网，https://www.sohu.com/a/132442291_119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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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commercial civilization has a long historical standing, yet business becoming into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started from the Late Qing Dynasty. Driven by many forces, the higher business education in China has gradually built up an educational system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in the past 100 years. During the Late Qing Dynasty, its main characteristics were the eastward spread of Western learning and the enlightenment of commercial learning. During the Republic of China, it gradually became a system after four stages: thriving newly, flourishing gradually, maintaining in the war and redeveloping after the war.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gher business education has gradually gone to the world, from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Soviet Union in the early years, the arduous struggle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o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re exist three implication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business education in China: insisting on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high morals, insisting on connec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as well as insisting on developing with an open 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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